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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世纪中国文化保守主义的
理论特征与实践



胡　逢　祥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暨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上海，２００２４１）

　　摘　要：文化保守主义是２０世纪中国社会转型中最重要的文化建构论之一。理论上，它始终坚持
中国现代文化的建设应在继承和改造传统的基础上展开，以不失民族自身的主体特征为目标，由此与

文化激进主义以“西化”为目标的思路形成了鲜明对立。作为一种现代文化思潮，它与一般顽固保守思

想的根本区别，乃在对传统的继承是建立在具有现代自觉意识的反思基础上的。从该思潮的代表性流

派国粹主义、东方文化派、“学衡派”和现代新儒家等主要活动看，其贡献大多集中在思想理论和现代文

化哲学的体系建构领域，在社会实践层面则殊少成就。这应是该派在现代社会长期被边缘化的重要原

因之一。

　　关键词：文化保守主义；理论特征；思潮与流派

　　文化保守主义是２０世纪中国诸社会思潮中本土文化根基最深也是内涵最为复杂的一种思潮。由
于它所凭藉的主要资源———传统文化及其观念源远流长，盘根错节，参与的社会力量也显得比较庞杂，

以致在界定这一思潮的理论特征或相关人物时，学术界往往意见不一。本文特就此略抒管见，不当之

处，请方家有以教正。

一　文化保守主义的基本内涵及其理论特征

从语义上看，“保守”和“保守主义”自然有着直接的关联。但在实际使用上，两者却有着相当的差

别。一般而言，“保守”与“进步”相对，乃泛指对事物持一种守旧和不思改进的态度或行为；“保守主

义”则与“激进主义”相对，常用以指面对社会变迁，倾向于尊重和保持传统的延续性，主张以渐进方式，

在稳健中实现社会过渡的观念系统或理论，它可以反映在政治、经济、文化诸领域。

在人类历史上，每当社会形态结构发生大变动时，整个文化也必须经历相应的变动或改造，以适应

社会的需要，其间往往会出现多种文化建构路径，在经历了相互冲突、竞争、比较和互补后，才逐步形成

为相对稳定的新形态。本文所讨论的文化保守主义，是２０世纪中国社会大转型中涌现的现代文化建
构思潮。由于它在这一过程中，始终坚持民族文化本位，强烈主张尊重传统，在继承和改造传统的基础

上，建立起不失民族文化基本特征的现代文化体系，遂与文化激进主义以“西化”为主要特征的思路形

成了鲜明对立。

作为“现代化”在思想文化领域的派生物，当社会变革大潮排山倒海袭来，而传统文化又在强势西

学的逼视下疲弱不振之时，文化保守主义者所坚持的这一立场，基本理由不外有三：

一是出自民族主义的感情。虽然具有民族主义意识的并不都是文化保守主义者，有些甚至是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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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进主义者，如现代史上的傅斯年、李济、林同济、雷海宗等。但文化保守主义者，不仅都是深情的民族

主义者，也是民族文化的坚定传承者，从晚清国粹派到现代新儒家诸子无不如此。事实上，民族和传统

原本就是相依为命的，民族是由血缘、语言文字、共同利害等许多因素所逐渐产生的，“离开了民族，便

无所谓传统；离开了传统，也无所谓民族。民族意识的觉醒，同时必会伴着某种程度的传统意识的觉

醒”。① 从近代以来列强并吞弱小国家往往采取“灭其语言，灭其文学，以次灭其种性”的“灭国新法”

中，他们深切意识到，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一国之立，必有其所以自立之精神焉，以为一国之粹。

精神不灭，则其国亦不灭”。其语言文字存则国存，不然则国亡。② 盖“一民族之无共同之文化与风习

语言加以凝摄自固，一民族之分子之心志必然归于日相离散”。③ 即使其人生存下来，也不再是原来的

民族，其情形无异于亡国亡族。因此，坚持现代文化建构中的民族主体性，就是争取民族自身的生存和

发展权。

二是出自对国情的体恤。在他们看来，现代文化的建设必须从国情和民情的实际出发，才能奏效。

国粹派就认为，“西化”路径之所以难以收到预期效果，其情形颇如“桔生淮南则为桔，生于淮北则为

枳”。“彼之良法善制，一施诸吾国而弊愈滋，无他，虽有嘉种，田野弗治弗长也；虽有佳实，场圃弗修弗

植也；虽有良法，民德弗进弗行也。”④徐复观在批评胡适的“全盘西化”论时，所持的主要理由也在于

此，说“这里不必争论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生活，有没有全盘化为他族的可能；也不必争论‘西’是否代

表了一种理想世界，有没有全盘归化他的必要；而只指出所谓‘西’的内容也并非如胡氏所想象的那样

简单”，因为西方民族和国家很多，“如化于美而遗失了英及法德，既不可谓之全；若同时要化为英美法

德，又只落得多歧亡羊，望洋兴叹。”⑤这就决定了现代文化的建设，只能采取如陈寅恪所说的“一方面

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⑥的立场。

三是出自对中国文化现状的认识。“五四”以来，不少激进主义者认为中国文化只是一种完全过时

的衰老或死亡文化，只有西方文化才是现代及未来文化的代表，中国欲不亡，只有走“全盘西化”之路。

由于“国故是过去的已死的东西，欧化是正在生长的东西”，⑦故“研究国故，好像解剖尸体，科学的精神

就是解剖尸体最适用的器具”。⑧ 钱玄同也说：“研究中国的学术等于解剖尸体。就解剖而言，目的在

求知该尸体的生理和病理……万万没有把它放在活人堆里，与他酬酢的道理。所以研究中国的学术和

‘发扬民族魂’是相反的；我赞同‘整理国故’而反对‘宣扬国光’。”⑨而胡适的“整理国故”，同样是为了

“打鬼”和“捉妖”，以便搜出证据，显出其原形，向它施上“最后一刀”。瑏瑠 但在文化保守主义看来，中国

文化却非将死或已死之物，而是一种体现在中国人日常生活中仍具生命力的文化，尽管它自身确带有

历史的尘埃或被旧时代专制统治玷污与曲解的东西，但仍可以通过改造焕发出新的生机。这层意思，

在晚清国粹派的思想中就不断有所表达，至１９５８年当代新儒家发布《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
言———我们对中国学术研究及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前途之共同认识》而得到了更鲜明的发挥。《宣言》

强调：中国文化有着数千年延续不断的悠久历史，实为中华民族精神和智慧之结晶，曾对世界文化作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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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巨大贡献，今天，虽然它“正在生病”，却“并未死亡”。为此，他们恳请“中国与世界人士研究中国学

术文化者，须肯定承认中国文化之活的生命之存在”，并对它寄予“同情与敬意”。中国文化经过治病及

同现代西方文化取长补短的有机融合，必将走出“返本开新”之路，为中国和世界作出新的贡献。

那么，是否该时期所有主张恪守传统的主张或理论都应视为现代文化保守主义呢？笔者认为并非

如此。虽然广义地说，这类文化主张都可归入保守的阵营，但是，从其出发点、内涵和文化建构目标等

角度进行综合分析，这类人群的内部实存在着显著的层次差异，有些甚至处于相互对立的状态。如晚

清以来倭仁、刚毅、曾廉等顽固守旧人物便很难列入现代文化保守主义的范围进行考察。即使是被不

少人列入该阵营的洋务派，其界定是否合理也仍有商榷的余地。实际上，１９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洋务运
动虽开启了中国近代工业化的道路，但就其主导力量而言，主观上还只是一种通过技术层面的局部改

造以加固旧制度和旧文化的尝试。且洋务派在前期，本是作为“顽固守旧”思想的对立面，以“进步”形

象出现的；及至后期，与维新派相比，虽已转向了“保守”，但在价值文化上仍基本沿袭和恪守旧的藩篱，

尤缺乏文化近代化的自觉意识，有些方面差不多已与顽固派合为一流。而在我们看来，所谓现代中国

的文化保守主义，至少应具备这样几个特征：

首先，对传统文化既主张尊重和继承，又保持着相当的反思性，而不是毫无原则地一味称颂传统。

如国粹派虽对传统文化表现出相当的眷恋之情，但也承认传统国学中确存在着一些不合现代社会要求

的陈旧观念，“当亟思改良，不为守旧，俾合于今日情势，而使必不可灭。斯真善言国学者矣。”①章太炎

等都对传统儒学作过一定的批判。港台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徐复观也一再强调：“任何传统文化，为

了适应新的环境，接受新的事物，其本身必须经过批评而发生新的反省，以打破解脱它已经僵化了的部

分，使其原始精神发生新的创造活力。”②并谓：“中国文化固然有偏差，有流弊，需要大的洗刷，需要大

的接枝接种运动……至于说到有些人以尊重中国文化为达到个人政治上社会上之不正当目的之手段，

乃至仅靠中国文化不能解决中国现在的问题等等，都是可以承认的事实。但这只有把中国文化中好的

东西体认出来，提炼出来，才能对上述情形加以清理，因而对外来文化加以融和吸收。”③这些，都表现

了此思想特征。

其次，对西方文化的态度较为理性，并不因维护传统而对之一味排斥。从晚清国粹派主张“藉皙种

（指欧美白种人）之学，参互考验以观其会通”，④到学衡派的“融合东西文明”之旨，⑤都反映出这一趋

向。徐复观在说明该派工作旨趣时还说：“他们对中西文化，想做一番提炼沟通的工作，使民主自由能

得到文化上深厚的基础，使科学能在其自己应有的分际上，在中国得到确切的发展。他们对五四运动，

采取批判的态度；但他们的批判，是指向那些轻浮武断，为科学民主制造不必要的纠葛的这一方面。因

此，他们所期待的是要超过五四的时代，而不是要拉着五四时代回头走。”⑥冯友兰、贺麟、唐君毅、牟宗

三等现代新儒家哲学体系建构所走的中西哲学融合路径，更是将这一方针努力付诸了理论实践。

第三，对保守专制政治多持批判态度。其主流不仅反对历史上的帝王专制主义，与现实社会的政

治保守势力也始终保持着相当距离，尤其是不愿与各时期的保守政权合流为伍。２０世纪上半叶在中国
相继执政的晚清政府、北洋政府和蒋介石政权，其共有的保守腐败性是众所周知的。这些政权差不多

都采用过笼络手段，试图令其与当局的保守政治合流，但却常常难以使其就范。从国粹派邓实、黄节对

清廷官员威胁利诱的抵制，章太炎对袁世凯包藏祸心以及１９３０年代蒋介石“不抵抗主义”的公开斥责，

０２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许之衡：《读〈国粹学报〉感言》，《国粹学报》第６期，１９０５年７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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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熊十力在困顿之中仍数次峻拒蒋介石对其办哲学研究所的经费资助，①都反映了这一点。熊氏１９４６
年致徐复观的信曾论及此事，谓其欲办哲学研究所之本意，“原专藉乡谊（专字吃紧），纯是民间意味，则

讲学有效，而利自在国族矣……如今士类，知识品节两不败者无几。知识之败，慕浮名而不务潜修也；

品节之败，慕虚荣而不甘枯淡也。举世趋此，而其族有不奴者乎？当局如为国家培元气，最好任我自安

其素。我所欲为，不必由当局以财力扶持。但勿干涉，即是消极扶持。”②１９５０年代之后的港台新儒家，
同样表现出这种倾向。如徐复观，尽管其个人与蒋介石有过密切的关系，却仍能站在民主派一边，公开

批评蒋介石集团在台湾的独裁统治。１９５６年，当台湾当局为维护自己的“威权主义”，向自由派人士发
起攻击时，他立即挺身而出，为之辩护，指出：“反自由思想的人多半是站在庙堂之上，为自己的政策行

为作辩护，做宣传。因为凡是对他们的行为政策有所批评的，即是自由主义者，而自由主义是要不得

的，所以对他们的批评自然是不值一顾，这样便可以肆行无忌。”但是，必须看到：“自由主义落实在政治

上，即成为宪法中的人民的诸权利；当人民行使自己在宪法上所规定的权利时，却假思想上的名词以反

对之，这实际是在反对人权，是在反对宪法。”③在《自由中国》因刊出“祝寿专号”，提出种种限制蒋介石

独裁体制的主张而遭到官方媒体的围攻时，他又发表《悲愤的抗议》一文，加以辩驳。

这些特征，可以说是２０世纪中国文化保守主义的基本共性，尽管反映在不同流派或具体人物身上
会有某种程度上的差异。

二　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演变及其流派

依据上述界定，我们认为２０世纪中国文化保守主义的主流大体包括了以下一些思潮或流派：２０世
纪初年的国粹主义思潮、新文化运动时期中西文化问题论战中的东方文化派和学衡派，以及前后相继

的现代新儒学和港台新儒家等。这些思潮或流派的观念及文化建构路向既有一脉相承之处，又因所处

世局的不同而各具时代特点。

中国近代最早出现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潮当推２０世纪初的国粹主义，其代表人物为章太炎、邓实、
黄节、刘师培、马叙伦、陈去病、高旭等。由于其所应对的主要是当时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以及伴之而

来的可能使中国文化衰亡乃至最后造成“亡国灭种”惨剧的西方文化侵略，故始终表现出强烈的民族自

卫色彩。作为一种学术思潮，因其处于中国文化向现代转型的初期，代表人物都是刚从旧学营垒中杀

出来转向新学的知识分子，故其整体风貌，无论在表现形式还是内涵上，都留有更多的旧时代痕迹，其

学术也往往带有较浓的传统经史学气息。

新文化运动时期的东方文化派和学衡派，乃因与国内思想界影响日大的激进主义“全盘西化”论抗

争而起，前者以杜亚泉、章士钊、梁启超等为代表，后者以吴宓、梅光迪、胡先、柳诒
!

、汤用彤等为代

表。在观念上，他们固然承继了国粹主义的某些余绪，但在意趣和风格上，又形成了自己的时代特征。

学衡派打出“昌明国粹，融化新知”的口号，就相当典型地反映了这点。值得注意的是，与国粹派相比，

东方文化派和学衡派的文化观更具一种开阔的世界主义倾向。如东方文化派一再提倡，东西文明本各

具特色和互有长短，在现代文化的建设中，两者不宜偏废，实可“互济”。而学衡派不仅以美国“新人文

主义”的文化理想为指导，还将中国文化及其当下的建设路向置于整个人类的发展进程而不是单从民

族自身的立场加以审视，强调我国新文化的建设，当“与世界文化齐驱”，在充分尊重和理解东西古今文

化智慧积累的基础上，“求能超越东西界限，而含有普遍永久之性质者”，④加以发展。“合千百融贯中

１２

①
②
③

④

参见郭齐勇：《天地间一个读书人·熊十力传》，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第９９页。
郭齐勇：《天地间一个读书人·熊十力传》，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第１００—１０１页。
徐复观：《为什么要反对自由主义》，原载《民主评论》七卷２１期，１９５６年１１月１日。转见徐复观：《学术与政治之间》，第４６４、

４６５页。
梅光迪：《现今西洋之人文主义》，《学衡》１９２２年８月第８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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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之通儒大师，宣导国人，蔚为风气，则四五十年后，成效必有可睹也”。① 同时，他们对文化问题的关

注，也更多地转向对世界文化演变的轨迹、特点，以及中西文明比较及其走向等宏观理论的思考，无论

在内容还是风格上，都显示出与国粹派的不同治学风格。

现代新儒家是２０世纪中国影响最为深远和理论色彩最浓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潮与流派。五四以
后，梁漱溟、张君劢、熊十力等在一派“打倒孔家店”的呼声中，先后举起重振儒学、以应世变的旗号，他

们或聚徒讲学，或潜心苦研以构筑思想体系，逐渐团聚起一个具有共同思想诉求的学群。１９３０—１９４０
年代，随着民族危机的上升和国内民族主义的激扬，注重传统文化的文化保守主义影响日大。抗战中，

梁、张、熊分别主讲重庆勉仁书院、云南大理民族文化书院和四川乐山复性书院，致力培养现代儒学复

兴事业的人才。与此同时，熊十力、冯友兰、贺麟等还发表了一批哲学著作，努力推进现代新儒家的思

想建设，这一传统，１９５０年代后经熊门弟子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等港台新儒家的继承发扬，在海内外
学术思想界引起了广泛反响。在中国现代文化保守主义的诸流派中，新儒家称得上是流衍最久和最富

建设性的学派。近百年来，现代新儒家不但由最初的散发性思潮形成为一个具有共同“学缘”和日益光

大、蜚声国际的学派，还通过薪火相传、锲而不舍的努力，逐步构筑起了比较严密的哲学思想体系，特别

是港台新儒家，由于所处环境比较特殊，又能综合前人研究成果，并结合中国近代以来的某些历史实践

加以思索，故体系上也更见完密。它的出现和发展，不但可视为整个中国现代文化保守主义发展结出

的硕果，也是该思潮理论上逐渐走向成熟的标志。②

当然，在上述主流之外，现代史上还有一些颇具影响的文化保守主义者，他们虽然不必简单地纳入

某一主流思想派别，但大多与各时期的某一主流思潮或学派有关联，如陈寅恪、张荫麟、张其昀之于学

衡派，钱穆之于港台新儒家等。

至于现代史上一些打着继承传统文化旗号，但却对之缺乏反思的保守人物或集团，看上去虽与文

化保守主义有相似之处，其实两者的文化建设方向并不一致。从本质上看，其目标乃在“复古”或近于

“复古”，因而严格地说，只宜称为“守旧派”而不是我们定义的现代文化保守主义。这样的例子，在晚

清就有许多，最著名者如倭仁、徐桐、叶德辉等。民国初年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北洋政府及其后的蒋介石

集团也应归入此类。他们的保守性，是一种政治和文化的双重保守。这一点，就连文化保守主义者也

看得很清楚。徐复观就指出，蒋介石当局１９３０年代之提倡传统文化，用意本在“以此来抵消社会上民
主自由的倾向，要以此来加强政治中的专制独裁。这一因素，是太不能受学术思想的考验，势必反转来

阻碍学术思想进步的。说来也实在可怜得很，数十年来，凡是反民主自由的人，常常要借助于中国的传

统文化；于是反对中国文化的，动辄指中国文化是专制主义的护符；这一奇怪的纠结若不把它解开，则

中国人真可以不谈中国文化。”③由此可见两者的深刻分歧。如果一定要将这类保守派附于文化保守主

义范围进行考察，那也只能作为更低层次的保守理念，而不是文化保守主义的主体或典型来进行讨论。

三　文化保守主义的实践及其局限

２０世纪中国的文化保守主义不单是一种理论形态，同时也是一种社会和人生实践的路径。
在学术实践领域，它不仅在哲学上构筑起了庞大的体系，出现了诸如熊十力、牟宗三、唐君毅等具

有原创性的哲学家，在史学、文学和政治学等领域也进行了一番尝试。就史学而言，具有明显文化保守

主义倾向的代表性史家主要有章太炎、刘师培、柳诒
!

、王国维、陈寅恪、钱穆、缪凤林、张其昀、徐复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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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梅光迪：《评提倡新文化者》，《学衡》１９２２年１月第１期。
关于国粹主义、东方文化派、学衡派和现代新儒学的文化理念及特征，拙著《社会变革与文化传统》（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０年）已有较详讨论，本文皆从略。
徐复观：《三十年来中国的文化思想问题》，原载《祖国》周刊十四卷１１期，１９５６年６月７日。转见《学术与政治之间》，第４２９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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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他们的共性，是在研究中都对中国历史和文化表现出相当的“温情和敬意”，以及“同情之理解”；

在方法上，也能强调对传统史学考证和阐释学方面长处的继承，甚至提出“新宋学之复兴”的建设主张；

内容上尤注重民族历史与文化兴衰之探究，表现出对民族国家及其文化的高度认同和挚爱，特别是在

民族文化遗产的研究及推进其向现代形态的转化上，较之现代史上的大部分史学流派，他们显然作出

了更多的实质性努力，取得的学术成就也是最为丰富和坚实的。

在社会实践领域，除了办学、办刊等文化活动外，也有一些文化保守主义者极力想将“内圣”之学转

为“外王”之道，施诸实政。但总体上，此类社会实践的机会并不多，其中惟一值得一提的只有梁漱溟的

“乡村建设”，且最后亦以失败告终。据此，可以认为，整个２０世纪中国文化保守主义在社会实践领域
基本上是不成功的。之所以会形成这样的局面，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最著者厥有两端：

其一，文化保守主义在中国兴起之际，正值中华民族及其传统文化处于低谷时期，国势不竞和国弱

民贫的现状，使国人普遍懊丧痛恨不已，不少人还将之归咎于自身文化的衰弱所致，必欲铲之而后快。

在这种情况下，提倡重振传统和从中发掘具有现代意义的价值，自然应者寥寥。反过来看，这也是“五

四”以后中国文化形成以“西化”为演进主流的重要原因。

其二，也与大部分文化保守主义者的习惯思路有关。盖其主要工作（除梁漱溟外）多集中于学术和

哲学体系的建构，认为只要持之以恒，终能造成社会影响，感化人群，实现其抱负。如牟宗三在肯定梁

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同时，对他从事的乡建事业却提出了批评，说：“可惜梁先生并未能再循其

体悟所开之门，再继续前进，尽精微而致广大，却很快地即转而为他的乡村建设事业，自己弄成了隔离

与孤立。这就是他的生命已降落而局限于一件特殊事业中……须知文化运动，弘扬教法，不是这样形

态所能奏效的。后来他又降落而局限于一时之政治漩涡中，即民主同盟中。这是他个人的悲剧，也是

弘扬孔教上之不幸。他的文化意识只类乎苦行的社会意识，所以容易落于横剖面的社会主义之范畴

下。至于民族国家、历史文化、自由民主、道德宗教，这种纵贯的、综合的、纲维的文化意识，他并不够。

这还是由于他体悟孔教的生命与智慧之不透。”①而对于徐复观的“于政论肆所欲言，而学术讨论似太

持重”，钱穆也颇有保留，曾多次劝阻徐不必与殷海光等多作文化方面论争，称“最好省去此等闲争论，

只求在自己一面更深入、更广大，别人的暂置不理，静待第三者来批判”。并谓：“若为讨论学术，争辩是

非，亦须选择对象，殷某殊不值往复，所论亦非学术大体，将来关于此等，鄙意只以不理为佳。拈大题

目，发大议论，久久自有大影响，只恐我们自己力量不够。”②这些看法，站在学术的立场，自有其在理

处，但也流露出重学术而轻社会具体事功的倾向。

应当看到，文化保守主义的旨趣与一般学术事业不同，它是以直接指导和落实现实社会的文化建

设为职志的。从历史上看，比较单纯的学术或文化理念要进入到社会实践层面，大多不出两途，一是借

助统治者的接受，动用政府的力量付诸实施。如先秦诸子率领门弟子在诸侯间凄凄惶惶的到处游说，

目的便在此。二是学者或思想家们自己走入民间，去直接影响社会大众，酿成风气，如宋儒之发布白话

语录体著作和明代王学的泰州学派所为，梁漱溟的乡建活动即取法于此。从中国现代思想史看，凡在

实践领域取得明显成效的社会政治和文化建构理念，都相当重视对一般社会民众的直接宣传、联络，或

者以某种社会运动的方式将其理论化为实践。即使这种实践有时不太成功甚或是失败的，也有助于下

一步的改良和推进，对梁漱溟的乡建运动，便应作如是观。但是，从国粹派到现代新儒家的学术文化活

动，除了极少数人外，其主要工作都是面对学术精英、文化教育界，乃至有实权的官员，他们的目标显然

是想通过对这一阶层的长期熏陶积聚一种力量，再以此去引动政府和整个社会。因此，其中大部分人

３２

①
②

牟宗三：《生命的学问》，台北：台湾三民书局，１９８４年，第１１２—１１３页。
钱穆致徐复观函（１９５３．４．２９、１９５５．６．２及６．２５），未刊，转引自翟志成《文化激进主义ＶＳ．文化保守主义：胡适与港台新儒家》，

《新亚学报》第２６卷，第２２—２３页及页下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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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把自己定位于思想的创造者和学术体系的构筑者，而不是直接去与接触社会和民众。这样的思维方

式，不能不与当下的社会实践形成某种程度的疏离，以致延缓其对社会的实际影响。

对此，作为现代新儒家的徐复观就曾有所反思，１９５６年６月，他在《三十年来中国的文化思想问
题》中即说：“这一百年来，正当中国社会大变动的时期，所以凡是有力的文化思想，没有不关心到社会

政治的问题；而社会政治的问题，也没有不影响到文化思想；于是文化思想与现实政治结下不解之缘；

纯学术的活动，仅退居于不重要的地位。而现实政治势力的分野，也常常即是文化思想的分野。因此，

文化思想由独立的学术研究发展而来者较少；由政治的目的、要求所鼓荡而来者特多。”而要实现社会

的良性发展，应着力改变文化随着政治转的风气，做到“文化思想向世界看，向社会看，向人生看。文化

思想应面对着人生、社会、世界而思考，研究”。① 在他看来，“儒家内在的道德实践，总是归结于人伦，

而落到现实上的成就，大体是从三个方面发展，一为家庭，二为政治（国家），三为‘教化’（社会）”。②

并一再强调，“中国文化的主流，是人间的性格，是现世的性格”。③ 据此，他不赞成熊十力以来现代新

儒家诸子倾全力重构形而上学哲学体系的做法，主张走出形而上学，更多地直面现实去展开学术思索，

去融入和影响社会现实。尽管他并没有真正解决这个问题，但这样的思考确值得我们重视。

那么，现代史上蒋介石集团所施行的文化保守政策，能否归入现代文化保守主义的实践？其实践

是否受到过文化保守主义的影响？应当说，蒋本人确与不少文化保守主义的学者如冯友兰、贺麟、张其

昀、钱穆、徐复观等有接触，某些方面或许还将他们引为同调，但观其精神实质，乃直接来源于传统统治

思想的惯性，而非现代文化保守主义。１９３０年代中叶，蒋曾推出“新生活运动”，试图强化儒家“礼义廉
耻”伦理精神对民众日常生活的主导，还在学术思想界发起过一场“中国本位文化建设”的讨论。退至

台湾后，从“去殖民化”（去除日据时期殖民文化的影响）和“反共抗俄”的需要出发，加强了对传统文化

的宣传力度，力求将其营造为整个社会宗奉的文化思潮。１９６０年４月又在台湾成立了“中华民国孔孟
学会”，亲任首届会长（后为名誉理事长），以“阐扬孔孟学说，恢弘民族道德，促进世界大同为宗旨”。

１９６６年夏，大陆爆发“文革”动乱，一时极“左”思潮泛滥，在一派“造反有理”和“破四旧”的声浪中，传
统文化被全盘否定，传统典籍和遗迹遭到大肆毁坏。这些非理性行为，激起了海外知识界的极大震惊

和反感。趁此机会，国民党当局在台湾更发起了一场“中华文化复兴运动”。这场运动，从外形上看，虽

与文化保守主义有着相似的诉求，对引起全社会重视传统文化也起到过一定的作用。但这些文化保守

措施，包含着明显的“反共”及加强自己独裁和维持蒋家统治秩序的用意，不仅遭到了港台自由派如胡

适、殷海光、李敖等人的反对，甚至也不为徐复观等新儒家诸子认可。按照徐的说法：台湾国民党政府

之提倡历史文化，除了想以此作为“反共”的招牌外，大多“只是口头上讲讲，决没有存心要把历史文化

中的好的东西拿来实行。而中国的历史文化精神，在现实上是要见之于行，见之于事的。所以现实政

权对于历史文化的提倡，比之对于提倡科学，更为虚伪而无真实内容。”④显见，这并不是文化保守主义

理想中的政治和文化实践。

鉴于２０世纪中国文化保守主义的整个运作中，社会实践是一个相当薄弱的环节。今天，当我们以
理性态度重新审视这一社会文化思潮的得失时，如果认为其中确存在着有价值的思想，并且这些思想

有可能在当下的文化建设中发挥应有作用，那么，如何将这些思想通过适当的途径逐渐化为有效的社

会实践加以尝试，并在尝试中实现改进，恐怕仍是一个亟待深入思考的问题。

（责任编辑　付长珍）

４２

①
②

③
④

见徐复观《学术与政治之间》，第４２４、４３７页。
徐复观：《儒家精神之基本性格及其限定与新生》，李维武编《徐复观文集》卷二《儒家思想与人文世界》，武汉：湖北人民出版

社，２００２年，第４９页。
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自叙》，台北：台湾学生书局，１９８４年。
徐复观：《历史文化与自由民主》，《学术与政治之间》，台北：台湾学生书局，１９８４年，第５３６页。


